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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建交中的中国外交决策再探讨

董 洁

〔摘要〕20 世纪 70 年代初，韩国开始主动改善对华关系，但由于中国决策层对中韩关系价值的认
知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对中韩建交可能打破朝鲜半岛均势感到担忧，所以虽然两国之间交流

不断扩大，中国政府却始终坚持 “政经分离”原则，不愿打破现状。1989 年起，中韩关系迅速发展，
朝鲜半岛局势也出现了有利于两国建交的变化。1991 年底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国周边战略形势发
生重大转变。为参与塑造朝鲜半岛新格局，1992 年，中国与韩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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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Examination of China’s Diplomatic Decisions Du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Sino-ＲOK Diplomatic Ｒelations

Dong Jie
Abstrac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1970s，South Korea started to actively improv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but as China’s decision-making level’s perception of the value of Sino-ＲOK relations went through a progressive
process，and meanwhile，they worried that establishing Sino-ＲOK diplomatic relations could upset the balance in
the Korean peninsula，the Chinese government persisted with its principle of the“separation of politics and the
economy”and was unwilling to change the current situation，though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ontinu-
ously expanded． Beginning in 1989，Sino-ＲOK relations developed rapidly and the changes in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were conducive to the two countries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At the end of 1991，with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China’s strategic situation underwent many changes． In
order to participate in shaping the new strategic pattern in the Korean peninsula，China formally established diplo-
matic relations with South Korea in 1992．

以往国内外学术界对中韩建交的论述多聚

焦于建交原因，相关学者列举、分析了诸多因
素，包括当时中国与周边多个国家建交的外交

氛围、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缓和、苏韩建交、朝
韩同时加入联合国、中国对台战略的现实需要
等等①。上述因素固然都是客观存在的，但简单
地将它们综合起来，并不能解释一个非常基本

的问题: 中韩建交为何会迁延十多年，并最终

在 1992 年实现?
中国在 1972 年至 1979 年约八年的时间里，

分别与曾经的敌人同时也是韩国的盟友———日
本和美国等，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而中韩关系

却始终裹足不前，直到 1992 年才最终实现建
交。在如此之长的时间里，韩国曾主动地、较

早地表达了改善中韩关系乃至建交的愿望。两
国关系长期难以破冰，客观地看，主要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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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面没有给予积极、确定的回应。所以，
只有专门考察、分析中国的相关决策，才能对
中韩建交为何耗时如此之长作出合乎历史事实

的解释。
本文拟通过两条内在逻辑线索还原和解读

中韩建交过程中的中国外交决策: 一是朝鲜半

岛问题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包括中国决

策层对韩国的认知和对中韩关系价值的判断、
中韩建交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价值、中韩关系
和中朝关系在调整对美对苏关系中的作用、中
国在朝鲜半岛的安全战略等; 二是国际格局变

动对中国相关决策的影响，包括朝鲜半岛南北

关系变动、美日韩同盟对东北亚局势的塑造、
苏联解体与冷战终结等。通过这两条历史线索，
本文将对影响中国决策层推进中韩关系正常化

的原因作出分析，并最终回答中韩建交为何发

生在 1992 年而不是其他年份这一重要问题。

一、谨慎探索时期( 1973—1988)

20 世纪 70 年代初，在国际形势和美国外交
战略整体发生变化的背景下，韩国首先伸出橄

榄枝，尝试改善对华关系。1973 年 6 月 23 日，
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发表宣言，宣布韩国将向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 “门户开放”政策。同年 10
月，韩国外交部请荷兰外交官带口信给中国有

关方面: 韩方有关中国的基本立场已在 6 月 23
日的特别宣言里提到，韩方愿意首先消除对中

国的敌对观念，希望从文化、体育、经济等可
能的方面逐渐改善、扩大双方关系，对台湾政
策也会随着中国调整对韩国的态度而调整。①

1974 年，韩国外交部启动与中国、苏联及东欧
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学术文化领域接触和交流的

项目，苏联对此反应比较积极，中国却作出了

“目前很难做到”的回应②。
韩国主动改善对华关系，除却政治层面的

考量，还有经济层面的现实需要。20 世纪 70 年
代，韩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开始面临来自美国

和日本的压力。随着韩国经济飞速发展，美、
日等国逐渐减少甚至取消了对韩经济优惠政策，

转而越来越多地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限制

从韩国进口商品，韩美、韩日之间的贸易摩擦
日趋激烈，韩国急于开辟海外新市场，实现对

外贸易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近在咫尺且极
具发展潜力的中国市场无疑对韩国具有极大吸

引力。例如 1974 年，中国药材进口公司通过香
港的大华有限公司从韩国进口两万根红参。韩
方对此高度重视，韩国外交部专门开会讨论，

认为对华红参贸易既可拓展韩国对外市场，亦

可作为促进韩中接触、改善对华关系的途径。③

不过在整个 70 年代，中国对韩国尝试改善
双方关系的种种努力，均采取回避态度④。自
1953 年朝鲜战争停战以来，中韩两国已经对立
隔绝多年，没有任何往来，双方缺乏必要的了

解和基本的互信。传统意识形态的惯性在中国
的半岛政策中影响巨大，例如在中国政府的话

语中，韩国被称为 “南朝鲜”，它算不上是一个
国家，本质上只是美国的附庸和傀儡政权，而

且是制造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敌对力量之一。
加之朝鲜半岛南北分裂局面长期固化，以至朝

鲜半岛问题对于中国决策者而言并没有需要立

即作决策的紧迫性。上述因素促使中国决策层
延续既有思维与政策，倾向于维持现状，仅与

朝鲜交好。
1978 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
的国家战略方针发生重大变化，对外政策也随

之出现重大调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从根本上决定

了中国外交的任务是为国内经济建设尽可能创

造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后
的最初几年里，中国决策层认为来自苏联的安

全威胁趋于严重，决定继续执行建立反苏统一

战线的政策，以期为中国赢得一段发展经济的

时期。这一政策投射到朝鲜半岛，使得中朝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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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 1978 年) ，韩国外交史料馆藏，档案号 2008 －
0013 － 09。



系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维系中朝传统友谊，
既是构建反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维持中国周边和平稳定的重要环节。鉴于朝鲜
在半岛统一问题上历来态度强硬，认为国际社

会承认韩国将造成朝鲜半岛分裂的固化，因此

在改善与韩国关系方面，中国不能不考虑朝鲜

的立场。1979 年初，中国外交决策层的核心人
物邓小平访美时告诉美国总统卡特，中国不能直

接与韩国建立联系，这是 “非常敏感的问题”①。
稍后的访日过程中，邓小平更是明确回绝了韩

国通过日方传递的合作意向，表示为了对 “朝
鲜取得更大的影响”，中方不便与韩国进行交
流②。由于中国决策层将中韩关系正常化与中朝
关系相捆绑，这一过程注定是复杂和迟缓的。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在外交上不承

认韩国的做法，逐渐与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外

交总目标相脱离，不利于拓展国际交流空间。
例如 1982 年初，中韩两国女子篮球队在加拿大
同场竞技，按照国际赛事惯例，两队需在赛前

交换队旗和礼物，但限于中国的外事规定，中

国队员拒绝接受韩国队员的队旗和鲜花，于是

韩国队员将鲜花送给现场观众，场内响起热烈

掌声，中国队员则陷于尴尬境地。这个场面被
一位新华社记者捕捉到，以 “内部参考”的形
式报给中央，中央领导人看过之后，指示外交

部考虑改变这一情况。7 月，中国外交部拟就
《关于在国际多边活动中调整对南朝鲜做法的请
示》并上报中央，建议今后凡是中国受国际组
织委托在华举办的国际多边活动，韩国是该组

织成员，中国可同意其派人来华参加，同样中

方人员也可应邀去韩国参加类似活动。该请示
得到了中国决策层核心人物邓小平的圈阅。③ 中
国开始考虑在多边交往中调整对韩关系。

1983 年发生的劫机事件，可能在客观上加速
了中国对韩关系的调整。当年 5 月 5 日，一架由
沈阳出发、载有 105 人 ( 内含机组人员 9 人) 的
民航客机在飞往上海途中被劫持，最终迫降在韩

国。劫机事件为中韩两国政府提供了开展第一
次官方接触的机会。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沈图赴
韩进行谈判，经协商，旅客和机组人员平安返

回，协议的签字方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航局”
和 “大韩民国”，劫机事件得到妥善解决。韩方

在此过程中考虑周全，以合作的态度尽量满足

中国各方面的要求，给中国决策层留下了良好

印象。④ 7 月，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⑤召开会
议，讨论调整对韩国的政策以及做好朝鲜工作

等问题，建议开始同韩国逐步进行非官方接触，

如经贸、文化、科技领域的交流⑥。这一政策调
整，为中韩之间人员和社会交往打开了大门。

1983 年 8 月，中国提出申办 1990 年第十一
届亚运会，并保证届时包括韩国在内的亚奥理

事会成员国代表团将顺利入境⑦。1984 年 2 月，
韩国代表团首次到中国昆明参加戴维斯杯网球

锦标赛⑧。3 月，中国宣布将参加 1988 年汉城
( 今首尔) 奥运会，同时邀请韩国参加 1990 年
北京亚运会⑨。4 月，中国代表团赴汉城参加第
八届亚洲青年篮球锦标赛瑏瑠……中国打破多年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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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The U． S． State Depart-
ment ed．，Foreign Ｒ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77 －
1980，Volume XIII，China，Washington，D． C． : Unit-
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3，p． 762．
益尾知佐子: 《“日中友好”时代的两国关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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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大会，福冈，2007 年 10 月。
张庭延: 《跨越历史的时刻———中韩关系演变回顾》
( 上) ，《当代韩国》2005 年第 4 期; 张庭延: 《邓小
平关心朝鲜半岛局势———回忆邓小平二三事》，《党
史博览》2013 年第 5 期。按: 张庭延曾任外交部亚
洲司副司长、中国驻韩国首任大使。
参见《我一架民航客机被武装暴徒劫持到南朝鲜 沈
图拟前往汉城处理此事，致电南朝鲜民航局长希望

得到协助》，《人民日报》1983 年 5 月 6 日; 王仪轩
等口述，阮虹访谈、整理: 《中韩“劫机外交”: 卓
长仁劫机案与汉城谈判内幕》，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 年。
1981 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一个外事工作领导小
组 ( 简称中央外事小组) ，由具有外交工作经验的李

先念主持。该小组的主要职能是就对外关系中某些
具体问题形成对策建议并上报中央，重要决策则仍

由邓小平作出。
《李先念年谱》第 6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
第 201 页; 《李先念传 ( 1949—1992 ) 》 ( 下) ，中央
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1238 页。
参见《中国如举办亚运会将按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
章程办事》，《人民日报》1983 年 11 月 11 日; 延静:
《出使韩国》，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3 页。
《戴维斯杯网球赛东方区第二轮比赛 中国队以 4 ∶ 1
战胜南朝鲜队》，《人民日报》1984 年 3 月 5 日。

《第八届亚洲青年篮球锦标赛预赛赛程排定》，《人民
日报》1984 年 4 月 7 日。



忌，在多边国际活动中与韩国接触; 韩国则在

体育交流方面找到改善对华关系的突破口。
1984 年 3 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来华访
问，韩国请中曾根首相带口信，希望进一步扩

大与中国的交流，并提出中国朝鲜族民众赴韩

探亲问题。面对韩方直指建交目的的诉求，中
国领导人回应称，中国在处理对韩国关系上已

作出一些实质性调整，但两国建交的条件尚未

成熟，中国出于对朝鲜半岛局势缓和与周边和

平的考虑，需谨慎处理该问题。① 此时，中国外
交的重心仍在美、苏。中国决策层一方面要应
对这一年 2 月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逝世后出
现的新变化，一方面正在为 4 月美国总统里根
访华进行磋商和安排，可能还无法把时间和精

力投入到朝鲜半岛事务上。更何况朝鲜半岛局
势在 1983 年 10 月 “仰光事件”后刚刚显露出
缓和迹象，朝鲜为摆脱自身的孤立处境，于

1984 年初主动提出举行会谈，缓和南北关系。
综合考量，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国不可能在

中韩关系正常化问题上 “轻举妄动”，回绝韩国
的诉求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这一时期，除体育交流之外，中韩之间经

由香港、新加坡、日本中转的间接贸易也逐步
发展。虽然中国因顾及朝鲜感受而小心翼翼，
导致间接贸易很不稳定，但由于中韩两国地理

位置接近、贸易互补性强，贸易总额不断攀升，
从 1979 年的 1900 万美元增加到 1984 年 4． 62
亿美元②。随着中韩间接贸易发展迅速，中国国
内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向中央询问、请示能否同
韩国进行直接贸易。1985 年初，中央出台指导
精神: 同南朝鲜建立直接贸易关系 ( 包括接受

其投资) ，即使采用民间形式，客观上也是双边

来往的开始，南朝鲜很可能借机宣扬，不利于

中朝友谊。从中朝关系和国际影响考虑，目前
不宜同南朝鲜建立直接贸易关系。③ 一些地方政
府尝试突破间接贸易的努力由此被叫停。例如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计划与大韩贸易振兴公社共

同设立合资企业的项目，就按照吉林省政府的

要求中止了，理由是在朝鲜族密集地区开展与

韩国的投资合作会导致朝鲜反对，贸易方面也

应继续通过香港进行间接贸易④。尽管中韩贸易
潜力初现，但为了尽可能避免引起朝鲜反对，

此时中国在贸易领域恪守不与韩国发展直接双

边贸易的原则。
1985 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政策完成调
整的关键年份，中国领导人对外交政策的思考

出现重大转变。这些思考其实自 1978 年以来从
未间断，积累到 1985 年夏天，终于出现了质的
变化。在 1985 年 6 月初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上，邓小平说，中央决策层经过几年的观察和

思考后完成了 “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
是 “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
法”，这句话可以被合理地引申为: 苏联的威胁
不像以往认为的那么严重。第二个转变发生在
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方面，即不再以 “苏、
美、中 ‘大三角’”为基础设计中国的对外政
策。⑤ 1985 年也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关键年份，
这年秋天，中国领导人就中苏关系正常化的

“三大障碍”作出重大决定⑥，中苏两国在关系
正常化问题上的立场逐渐接近。1986 年，中苏
关系正常化谈判出现突破性进展，苏联随后从

蒙古、阿富汗撤军。中苏关系的改善，大大缓
解了中国的安全压力，也为中国改善与韩国的

关系释放了空间。

·601· 中共党史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曾根康弘与赵紫阳的谈话》 ( 1984 年 3 月 24 日) ，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档案号 18 /04 － 1029 /4。
数据来源于韩国政府。参见

《关于目前不同南朝鲜进行直接贸易的通知》 ( 1985
年 2 月 4 日) ，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A186 － 02 －
0349 － 04。
《1985 年韩中经济合作》 ( 1985 年 1 月—3 月) ，韩
国外交史料馆藏，档案号 2015 － 0065 － 15。
参见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26—129 页。
1982 年夏，邓小平将他当年 4 月同罗马尼亚领导人
齐奥塞斯库谈的三点内容，归纳为中苏关系正常化

过程中苏联应主动解决的“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
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以
及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85 年 10 月，邓小平请
齐奥塞斯库给苏联新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带口信，进

一步指出: 消除“三大障碍”，首先应从越南从柬埔
寨撤军做起; 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

解决。参见钱其琛: 《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第 6、23 页; 沈志华主编: 《中苏关系史
纲: 1917—1991 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 ( 下)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636—637、648—
649、680 页。



1985 年 4 月，邓小平指出，中韩发展关系
对中国来说还是有需要的: 第一，可以做生意，

在经济上有好处; 第二，可以使韩国割断同台

湾的关系①。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外
交决策层对发展中韩关系战略意义的认知，而

且似乎和邓小平本人对时代主题的思考———和
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提出有所因应。

1987 年夏，邓小平在一份涉及中韩关系的
材料上作出批示，大意是: 与韩国实现关系正

常化不能再拖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随后成立
中韩经济协调小组，专门处理中韩经济交往事

宜，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任组长。② 可是在同一
年的 11 月 14 日，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却在
开会时主张: 考虑到中国同朝鲜的关系和朝鲜

的承受能力，中国同南朝鲜的调整不宜太急，

应逐步进行，目前仍应遵循中央的方针，只同

南朝鲜进行间接贸易，还不能突破③。时隔四个
月，外交决策层对调整中韩关系的节奏作出了

完全不同的判断，这一现象也折射出中韩关系

正常化的复杂与艰难。
1988 年，中韩关系在经贸领域取得重大突
破。当年 3 月，中央将山东作为中韩两国民间
直接贸易的试点省份④。山东省决心抓住一切可
能，发展中韩经济技术交流合作及贸易往来，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没有政策向中央要政策，

比如为韩国客商提供签证便利，允许驻外机构

人员去韩国活动，允许经贸业务人员在第三国

或去韩国洽谈业务，允许山东省针对韩国进出

口一些原本应由中央统一经营的商品 ( 如玉米、
煤炭、棉花、棉纱、棉涤纶纱、棉坯布、棉涤
纶坯布、钢材) ⑤。6 月，山东省接待了一个以
韩国总统卢泰愚的亲信金复东 ( 卢泰愚的内兄)

为首的韩国经贸考察团。经过三天会谈，双方
达成六项协议，包括以民间贸易形式开展经贸

活动 ( 中方使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山东分会

的名义，韩方则用大韩贸易公社的名义) ，贸易

人员签证时间为一个月，分别在汉城、济南设
立经贸分公司，以及合资创办往返仁川至威海

的航运公司、开通中韩海运通道，等等。8 月
15 日，以中国贸促会山东分会会长李瑜为团长
的山东经贸代表团回访韩国，洽谈签署在韩国

设立 “山东省 ( 贸促会) 贸易办事处”协议事

宜。尽管李瑜此行是以贸促会 “民间身份”赴
韩，但回国后仍受到上级批评。外经贸部和外
交部为此联合发文强调: 在韩国设立民间贸易

机构属中央政府通盘考虑的问题，地方政府无

权私自商议。⑥

山东省之所以急于落实协议，应该是想在

发展对韩贸易方面占得先机。因为自 1988 年初
国务院将 “自负盈亏”定为外贸体制改革的首
要目标后⑦，除山东省之外，其他省份发展对韩

贸易的需求也很强烈，实质上产生了竞争。例
如当山东省与韩国商谈建立驻韩贸易办事处时，

辽宁省也在与韩国方面接洽; 福建省没有获得

中央赋予的优待政策，但争取到与韩国大宇集

团联合创办一家大型合资企业的机会⑧。1989
年初，山东省外经贸委在给外经贸部的报告中

提出，中央在对韩贸易上开的口子太大，东南

沿海一起上，不利于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

建议还是指定有限地域开展与韩国的经贸交

往⑨。上述情况从侧面说明，地方政府与韩国的
经贸交往是符合经济规律、很难被限制的。
地方政府在对韩经贸中的积极作为，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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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其琛: 《外交十记》，第 151 页。
田纪云: 《怀念小平同志》，《炎黄春秋》2004 年第
8 期。
中联部办公厅编: 《中联部老部领导谈党的对外工
作》，内部印行，2004 年，第 105—106 页。
延静: 《出使韩国》，第 13—14 页。
山东省外经贸委: 《关于我省今后开展同南朝鲜经贸
交往的座谈简报》 ( 1988 年 3 月 13 日) ，山东省档案
馆藏，档案号 A062 － 08 － 0464 － 08; 山东省外贸局:
《关于积极开展对南朝鲜贸易的意见提纲》 ( 1988 年
4 月 1 日) ，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A062 － 08 －
0344 － 08。
张雅文: 《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 打开中韩通道
的秘密使者》，作家出版社，1998 年，第 255—258、
263—264 页; 祁怀高: 《中国地方政府对中韩建交的
影响———以山东省的作用为例》，《当代韩国》2010
年第 4 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写组编: 《中国改革开放
大事记 ( 1978—2008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 年，第 175 页。
祁怀高: 《中国地方政府对中韩建交的影响———以山
东省的作用为例》，《当代韩国》2010 年第 4 期。
山东省外经贸委: 《关于山东省第六届对外经济贸易
洽谈会我方与南朝鲜经贸交往情况专报》 ( 1989 年 3
月 20 日) ，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A197 － 02 －
0271 － 02。



面可以满足其发展自身经济的需要，有利于中

央对韩 “政经分离”政策的实施，有助于减少
朝鲜方面的不满; 另一方面也给中央政府带来

新的问题，因为地方政府被授予了与韩国经济

交往的决定权，而这种权力有时难免会与中央

政府的外交职能产生冲突。
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积极发展中韩贸易

的态度加深了中央决策层对中韩关系重要性的

认知，促使其在中韩关系正常化问题上采取进

一步举措。1988 年 5 月至 9 月，邓小平在会见
外宾时几次谈到中韩关系问题。他说，从中国
的角度看，我们同韩国发展关系，有利无害。
经济上，对双方发展有利; 政治上，对中国的

统一有利。如今时机成熟了，发展同韩国的经
济文化交流的步子，可以比原来考虑的更快一

些，更放宽一些。发展中国与韩国的民间关系，
是一着重要的战略棋子，对台、对日、对美、
对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对东南亚，都有着重要
意义。与此同时，邓小平指出，做这项工作要
十分慎重。这个问题很微妙，处理起来要很谨
慎，要取得朝鲜方面的谅解。① 邓小平的连续发
声可以被解读为: 在不刺激朝鲜、不破坏朝鲜
半岛稳定现状的前提下，中国可以尽可能地探

索扩大与韩国在包括体育、文化、经济方面以
及非官方领域的各种关系。这一时期，中国领
导人在与外宾谈及朝鲜半岛问题时，均明确表

示半岛局势稳定是大局。在处理对韩问题上，
中国总的方针有两条: 其一，希望朝鲜半岛局

势稳定，不希望把朝鲜变成新的热点，这样做

对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乃至对整个亚太地区
的缓和都是有利的; 其二，韩国也是中国的邻

居，与韩国发展贸易同样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政策所需要的。中国总的立场是: 为了支持朝
鲜，不和韩国有外交关系，但是不反对与韩国的

民间贸易往来，包括直接和间接的贸易往来。②

1988 年，还有两大事件对推进中韩关系正
常化产生了影响。一是韩国新总统的就职。当
年 2 月，韩国第一位民选总统卢泰愚上任。虽
然从朴正熙时代起，韩国历任总统就把对华友

善作为一项国策③，但卢泰愚对改善韩中关系表

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在竞选期间，他就承诺
将改善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中国以及朝鲜的

关系，甚至将对中国大陆的称呼由 “中共”改
成了 “中国”。当选后，他更是承诺将在其任期
内实现韩中关系正常化。二是汉城奥运会的举
办。9 月，中国派出了一个超过 400 人的体育代
表团参加汉城奥运会，并允许大韩航空的飞机

进入中国领空。这次奥运会还为中国提供了一
个观察和了解韩国的渠道，其间共有 32 家国内
新闻机构的 126 名记者来到韩国，在他们发回
的赛场外花絮中，有对韩国发达的经济、高素
质的国民、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的描绘，也有
对韩国人对华友善态度的记录④。在汉城奥运会
拉近中韩关系的背景下，当年 10 月，韩国政府
取消韩国公民前往中国旅游的限制。11 月，韩
国外汇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签订外汇交易业务

协议，中韩直接贸易急速发展。⑤

总之，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至 1988 年，中
韩关系正常化处于谨慎探索时期。这一时期，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决策层在改善中韩关系

方面逐渐形成 “政经分离”原则，对韩国的认
识有所加深，对中韩关系战略价值的判断日趋

明了，中韩实践层面的交流不断扩大; 与此同

时，中国仍将对韩关系与对朝关系相捆绑，将

改善与韩国关系置于维持朝鲜半岛稳定的框架

内思考，严守不与韩国建交的底线。
中国决策层对中韩建交的最大担忧，是朝

鲜半岛的均势稳定状态可能因此被打破。至于
中韩建交究竟会给朝鲜半岛造成怎样的不稳定

局面，在已公开的中国领导人表述中，似乎没

有具体说明，而是讲得比较含糊，看起来更像

是对某种不确定的后果感到担忧。在冷战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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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其琛: 《外交十记》，第 151 页。
《中央领导同志谈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 ( 1988 年 9
月 26 日) ，《外事动态》1988 年第 19 期。按: 《外
事动态》是中国外交部办公厅编辑的内部刊物。
《刘亚洲战略文集》，内部印行，2018 年，第 534 页。
参见赵青峰: 《水到渠成: 建交前体育交流和中韩关
系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冷战国际
史研究中心编: 《冷战国际史研究》第 25 辑，世界
知识出版社，2018 年，第 127—150 页; 蔡亮: 《建
交前体育交流对中韩关系影响初探》，复旦大学韩国
研究中心编: 《韩国研究论丛》第 16 辑，世界知识
出版社，2007 年，第 429—447 页。



背景下，中国决策层对于中朝关系的定位承袭

了朝鲜战争结束后形成的思路，朝鲜可能的反

应是中国决策层重要的考量因素，不到时机完

全成熟之时，中方是不会冒险打破现状的，毕

竟连邓小平都认为韩国问题 “很微妙，处理起
来要很谨慎”。

二、快速发展时期( 1989—1991)

1989 年的政治风波后，中国外交遇到严峻
挑战。在美国带动下，有 20 多个发达国家参与
了对中国的制裁①。一时间，中国同外部的各种
接触几乎全部停止。这对中国经济尤其是经贸
领域造成严重不利影响，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大

幅下降②。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经济自 1988 年
底起也处于严重波动之中③。
对于中国的政治风波，韩国采取了有别于

其盟友美国、日本的沉默立场④，并加强了对华
经济交往。例如 1989 年 6 月至 8 月，韩中渡轮
线路开通并正式投入运营。借 1990 年北京亚运
会举行之机，中韩两国开通了包机航运; 韩国

一部分大企业还向北京亚运会捐赠了超过 400
台、总价值不少于 500 万美元的轿车⑤。此外，
韩国企业主动提出，非常愿意也有能力为受国

际制裁影响而急需外国贷款的中国提供 500 亿
美元的低息贷款⑥。韩国的种种举动对于当时的
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中韩贸易额自 1989 年起呈现持续大幅增长

趋势，1989 年为 8． 9 亿美元，中国拥有贸易顺
差; 1990 年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多，达到 19． 4
亿美元，占当年中国贸易总额 ( 1154． 36 亿美
元) 的 1． 68% ; 1991 年为 32． 5 亿美元，占当年
中国贸易总额 ( 1357． 01 亿美元) 的 2． 39% ⑦。
虽然中韩贸易额在中国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并

不算高，但在中国整体外贸形势极为严峻的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韩贸易量的大幅增长足以引
起中国决策层的重视。1989 年底，中国外经贸
部、外交部要求各省市上报当年同韩国开展民
间经贸交往活动的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及今后
工作设想⑧。从主动掌握贸易状况的态度看，韩
国的经济价值进一步被中国决策层所了解，并

得到认可和重视。
这一时期韩国的国内经济表现也颇为抢眼。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主要工业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
例如美国自 1987 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率快
速下降，到 1990 年仅为 0． 9%。1990 年，美国
的财政赤字高达 2204 亿美元，海湾危机引发的
石油暴涨则进一步加剧其贸易收支失衡状况。
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也出现不同程度的经
济衰退。世界经济增长率由 1989 年的 3． 4%降
为 1990 年的 2． 1%。⑨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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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
出版社，2016 年，第 749—750 页。
韩国报刊基本持公正态度，或者干脆保持沉默。而
且同菲律宾、苏联等国一样，政治风波后，韩国访
华人数不降反增，而美日两国的访华人数则分别出

现了 40%和 29%的下降。参见《刘亚洲战略文集》，
第 542 页;

政治风波后，希望进入中国的韩国企业发起了多种

捐助活动。参见

Samuel S． Kim，
“The Making of China’s Korea Policy in the Era of Ｒe-
form，” in David Lampton ( ed． ) ，The Making of Chi-
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Ｒeform，p．
378。
《刘亚洲战略文集》，第 543—548 页。
中国贸易总额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中韩贸易额

来源于中国驻韩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需要指
出的是，关于中韩贸易总额，由于双方统计口径不

同，数据存在较大差异。根据大韩贸易振兴公社的
数据，中韩贸易额 1989 年为 31． 4 亿美元，1990 年
为 38． 2 亿美元，1991 年为 58 亿美元，1992 年为
63． 8 亿美元。由于本文以中国外交决策为研究视角，
故正文中采用的是中方数据。参见刘文编著: 《比
较、竞争与合作———中日韩自贸区发展研究报告》，
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 年，第 21 页;

山东省外经贸委: 《关于请函告 1989 年同南朝鲜民
间经贸交往情况的通知》 ( 1989 年 11 月 29 日) ，山
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A197 － 02 － 0271 － 06。
《今明两年的世界经济形势》，《新情况》1990 年第
178 期。按: 《新情况》是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编辑的
内部刊物。



地区经济的异军突起，尤其是 “亚洲四小龙”
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迅速崛起，
经济增长率均保持在世界经济平均增速的两倍

甚至两倍以上。1981 年至 1989 年，韩国经济的
年均增长率为 9． 9%，1990 年为 8． 7%，1991
年为 7． 5%，长期位列 “亚洲四小龙”榜首①。
中韩贸易额的持续增长和韩国国内经济的

抢眼表现，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对韩经济往来提

供了现实依托。中国外交部在 1989 年的一份内
部报告中提出，东亚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将直接

影响中国的对外开放布局及周边环境，在进一

步巩固和加强与本地区国家双边关系的同时，

对于各类有利于促进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合作

构想，原则上应持积极态度②。在此背景下，中
韩互设贸易代表处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
早在 1988 年 9 月，韩国就通过关系人士向

中国决策层转达口信: 希望中国在韩国开设商

务或者其他民间名义的代办处，以便有紧急事

情时可以及时联络，而不要总通过香港。这一
口信被报至国务院总理李鹏处，并被批转给主

管对韩事务的副总理田纪云。③ 11 月，朝鲜政
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金永南访华时，中国

外交部部长钱其琛专门与他谈了中国与韩国的

贸易关系问题，并告知朝方中国正在考虑和韩

国互设贸易办事处④。由此可知，韩方这一建议
第一时间被中国决策层采纳，但中方仍希望获

得朝鲜的谅解。
1989 年 1 月，中国贸促会以中国国际商会
名义向大韩贸易振兴公社提议在汉城和北京分

别开设两机构的代表处。双方代表团先后在北
京、汉城举行会谈，但在代表处名义和协议方
式上未能达成一致。中方希望代表处是民间性
质的，而韩方则希望中方赋予代表处类似领事

馆的官方性质。⑤ 1990 年 4 月，田纪云在北京
会见来华访问的韩国鲜京集团⑥社长李顺石时，

向韩方提出再次开展有关设立韩中贸易代办处

的交涉。田纪云请李顺石转告韩方决策者: 中
国认为互设贸易代表处势在必行，也认真考虑

和研究了这个代表处的性质，尽管建立官方机

构对双方均有利，但达到这个目的有很多制约

因素，朝鲜因素就是其中之一。中方建议采取
较为实际可行的方式，先设立民间的、纯商业

的机构，然后随着政治形势和经贸规模的发展，

逐步改变这个机构的性质。⑦ 在与韩方交涉的同
时，中国也在做着朝鲜方面的工作。这一年 9
月，金日成获知苏韩即将建交的消息后紧急秘

密访华，在获得中国领导人关于中国不会同韩

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明确表态后，作为对中方口

头承诺的 “回报”，金日成对中方再次提出中韩
互设贸易代办处的设想 “松口”表示理解，并
感谢中国为此事拖了不少时间⑧。10 月，中韩
双方就互设贸易代表处最终达成一致并正式签

署协定。中国方面以中国国际商会的名义签约，
以便突出民间性质。韩国方面虽然以大韩贸易
振兴公社的名义签约，但在内部则把驻北京代

表处视为韩国驻北京代表部，赋予其驻外公馆

的职能和性质，派驻人员也以韩国外交部人员

为主⑨。
中韩互设贸易代表处，标志着中韩贸易彻

底转为双边直接贸易，这是中国对中韩双边交

流的承认。不过在具体交涉过程中，中国依然
顾及朝鲜立场，不愿突破 “政经分离”原则。
与此同时，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动也对朝鲜

半岛形势产生了影响，尤其是给朝鲜带来很大

压力。内政方面，苏东剧变导致此前来自苏东
等国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骤减，朝鲜经济压
力骤增。1989 年东德并入西德的统一模式，也
让朝鲜压力倍增。外交方面，韩国利用苏联、
东欧国家的经济困难，从经济关系入手打开政

治关系，与苏东国家相继建交。1989 年 2 月，
匈牙利率先打破禁忌，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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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龙”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世界形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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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波兰 ( 1989 年 11 月) 、南斯拉夫 ( 1989
年 12 月) 、捷克斯洛伐克 ( 1990 年 3 月) 、保
加利亚 ( 1990 年 3 月) 、罗马尼亚 ( 1990 年 3
月) 、苏联 ( 1990 年 9 月) 等国相继与韩国建
交。中国外交部密切关注这一动向，并得出结
论: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韩国发展关系

是无法阻挡的趋势。①

为赢得生存空间，朝鲜决定化被动为主动，

主动调整南北政策，重启南北对话，并将对话

由之前的民间级别提升到总理级别。朝鲜半岛
南北关系出现缓和趋势。1990 年 9 月 4 日至 7
日，朝、韩举行总理级会谈，这是自朝鲜半岛
分裂以来双方首次进行最高级别会晤。朝鲜提
出亟待解决的三大问题，包括以一个席位加入

联合国，停止美韩联合军事演习，释放因访问

北方而被捕入狱的南方民主人士。韩国则主张
首先解决自由往来和全面开放问题，提出实现

离散家属团聚、开展直接贸易、签订通航协议
等具体建议。尽管因为双方存在明显分歧，会
谈无果而终，但会谈氛围轻松、温和，并未出
现先前那种相互指责、严重对峙的场面，而是
表现出某种求同存异和 “向前看”的积极姿
态。② 朝鲜半岛出现缓和迹象，自然为中国所乐
见，会谈结束后两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称会谈 “对消除隔阂，增进了解，推动朝鲜统
一进程，将起到积极的作用”③。鉴于中国一向
主张在朝鲜半岛局势趋于缓和、稳定的前提下
考虑中韩关系正常化问题，这次朝、韩总理级
会谈无疑为中国调整政策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随后不久，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又在加入联

合国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朝鲜在中国劝说下
改变长期坚持的立场，于 1991 年 9 月与韩国同
时加入联合国。于中国而言，朝、韩同时加入
联合国是实现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交叉承认的第

一步，它实际解除了中国对于交叉承认 “两个
朝鲜”可能与“一个中国”原则相关联的担忧，
降低了中国承认韩国政治地位可能造成的负面

影响，为中韩建交进一步扫清了现实障碍④。
1991 年 12 月 13 日，朝鲜总理延亨默同韩国
总理郑元植在汉城签署《关于北南和解和互不侵
犯及合作交流协议书》。这是朝、韩自 1972 年签
署 《七·四南北共同声明》以来达成的第一份

正式文件。在南北关系缓和的大背景下，朝鲜
半岛无核化进程也有新进展。12 月 31 日，朝、
韩在板门店签署 《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
言》，均表示不试验、不制造、不生产、不拥
有、不储存、不部署和不使用核武器，只把核
能用于和平目的，并同意允许核查，以确保半

岛无核化。1992 年 1 月 30 日，朝鲜签署 《核保
障协定》，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
综上所述，到 1991 年底，中韩建交呈现出

诸多利好条件。但是，从中方这一时期对韩、
朝的多次表态来看，中国在建交问题上的立场

仍未松动。1991 年 4 月，第四十七届联合国亚
太经社理事会年会在汉城召开，韩国外务部长

官李相玉就建交问题询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

华秋。刘华秋答复称，希望两国关系能够渐进
式发展。9 月，联合国大会期间，李相玉再次
向钱其琛打探中方立场。钱其琛回复称，中韩
关系的发展与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相关，

韩中两国目前宜维持过渡性的关系。⑤ 10 月，
金日成最后一次访华。临回国前，他又一次就
中韩建交向江泽民询问中国立场，江泽民表示

中国只同韩国有民间贸易关系⑥。11 月，亚太
经济合作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在汉城举行，

中国首次派团出席。卢泰愚特别安排了与钱其
琛的单独会面，单刀直入谈起两国关系问题。
钱其琛表示，中韩关系的改善须在南北关系、
日朝关系、朝美关系改善之后进行。第二天，
李相玉又单独约见钱其琛，提出将双方互设的

贸易代表处升格为官方机构，以此试探中方在

建交问题上的立场。钱其琛说，现在代表处还
是以民间名义存在比较合适。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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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钱其琛回忆，在他开完亚太经合组织会

议从汉城回国后，中国决策层开始着手研究中

韩建交问题，经综合分析后判定，建交的条件

已经基本成熟①。综合目前已公开的各方材料，
笔者认为，中国决策层大约在 1991 年底就中韩
建交达成一致。

三、建交之年( 1992)

1992 年 1 月 23 日，田纪云会见韩国高丽化
纤会长张致赫。张致赫作为韩国国家安全企划
部 ( 韩国国家情报院前身) 委托的联络人，常

年穿梭于中韩之间。田纪云告诉张致赫，中国
政府决定和韩国建交，现在起进入政府间相互

接触的阶段。张致赫将这一情况通过个人渠道
报告给卢泰愚。不过，由于韩中关系正常化长
期迟滞不前，韩国政府在知悉消息后有点难以

置信。韩国安企部的某局长甚至表示这不可能，
韩中即便要建交，也要再等上一年。② 随后，韩
国方面通过一系列渠道了解了中国的这一态度。

3 月初，韩国召开驻外使节会议，驻北京贸
易代表处代表卢在源短暂回国参会，向外交部

提交了 2 月综合报告书。报告书记录了过去两
个月他与中国人士接触的情况。据他观察，中
国政府内部已经确定了与韩国建交的方针，但

考虑到与朝鲜的关系，正在等待时机成熟。韩
国驻其他国家的使馆也发回报告称，年初中国

外交部领导在与第三国大使面谈时，表示中国

很想年内与韩国建交，但要得到朝方认同。③ 同
月，钱其琛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举行中外记者

招待会。当有外国记者问起中韩关系时，钱其
琛一改过往 “中国不会与韩国发生任何官方关
系”的表态，代以 “我们与韩国建交没有时间
表”的表述④。这一措辞上的微妙变化进一步
释放出强烈的建交信号。

4 月，亚太经社理事会第四十八届年会在北
京召开。会议期间，中韩两国外长单独会面。
钱其琛告诉李相玉，中韩正式谈判建交的时机

还不成熟，但双方可以先建立联系渠道，就两

国关系进行接触。李相玉当即表示同意。⑤ 在中
韩两国外长在北京会面的同一时间，中国国家

主席杨尚昆正在平壤参加金日成 80 岁寿辰庆祝
活动。受中央委托，杨尚昆告诉金日成，中方

正在考虑与韩国建交问题，但仍将一如既往支

持朝鲜的统一事业。金日成听后表示，现在朝
鲜半岛处于微妙时期，希望中国能协调中韩关

系和朝美关系，请中方再多做考虑。⑥

从上述时间安排上看，中国决策层在推动

中韩建交进程时，采取了试探韩方建交想法与

向朝方通报并做朝方工作同步进行的方式。获
得朝鲜谅解是中国决策层处理韩国问题的一贯

思路，不过之前都是在获得朝方谅解后才有所

行动，这一次却是并驾齐驱。而金日成的答复则
可以被解读为: 朝鲜希望中国以中韩建交为筹

码，交换美国对朝鲜的承认，也就是中韩建交最

好在朝美关系正常化后进行，或者是同时完成。
金日成的想法实际上也是冷战末期中国在

处理朝鲜半岛问题时频频提及的交叉承认方案。
这一方案最早并非由中国提出，而是 1975 年
9 月美国在第三十届联大上提出的。起初，所
谓交叉承认就是中、苏承认韩国，美、日承认
朝鲜，最终实现朝鲜半岛南北和平共处。⑦ 这一
方案提出后得到美、日、韩的吹捧和宣传，中、
苏、朝却一致谴责，认为这是美国企图使朝鲜
半岛分裂固化、永久化的阴谋。而到冷战末期，
随着国际局势变化，美、日、韩对交叉承认方
案的态度变得暧昧，中、苏、朝的姿态则不同
程度地发生了微妙变化。尤其是中国，在中韩
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大力推动朝美、朝日关系
正常化，尽可能减小中韩建交对中朝关系带来

的冲击，试图以交叉承认的结果构建朝鲜半岛

新的平衡。1987 年 5 月金日成访华期间，中国
领导人曾向朝方提出，希望其慎重考虑交叉承

认问题⑧。朝鲜此时也一改过去的反对立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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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承认给予一定配合。在中国的外交斡旋下，
1991 年 1 月 10 日，朝日举行关系正常化第一次
会谈; 到 1992 年 3 月底，该会谈共进行了六
次。1992 年 1 月，朝美在纽约举行朝鲜停战后
两国首次高级会谈。① 然而，1990 年 9 月的苏
韩建交开了不用将美、日交叉承认朝鲜作为建
交前提的先河后，国际形势对美、日、韩越来
越有利，三国统一口径，将交叉承认与中韩建

交相切割，转而与朝鲜接受核武器核查相关联。
例如在朝日关系正常化谈判中，日本严格遵循

韩国提出的 “日韩优先协商”原则和美国提出
的把朝鲜接受核查作为日朝邦交正常化先决条

件的主张②。
尽管如此，中国依然尝试将交叉承认包裹

在中韩建交进程中努力推进。1991 年 11 月，钱
其琛在汉城与卢泰愚会面时，提出中韩关系的

改善须在南北关系、日朝关系、朝美关系改善
之后进行，就是试图把中韩建交引向交叉承认

的方向。而中国劝说朝鲜与韩国加入联合国，
则是实现交叉承认的第一步。从汉城回国后，
11 月 15 日，钱其琛又与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贝克
举行会谈。他就 1992 年美、中分别与朝、韩实
现交叉承认的方案，也就是美国与朝鲜建交、
中国与韩国建交的方案征询美国意见。贝克表
示，如要实现交叉承认，朝鲜首先要放弃开发

核武器并接受国际原子能组织的全面检查。他
说，朝鲜开发核武器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造成

威胁，阻止这一行为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尤其是中国对朝鲜施加影响。对此，钱其琛指
出，中国也不希望朝鲜半岛出现核武器，但是

对朝鲜施加压力可能会造成反面效果，这个问

题应该由朝、韩共同协商解决，中国不希望朝
鲜被国际社会孤立，因此提出交叉承认的方案。
12 月，中国研究机构的相关人员与韩国驻北京
代表处接触时，也表明如下立场: 一个不破坏

朝鲜半岛的均衡、能够满足各方利益的方案，
必须是中、美、日同时与朝、韩建交的交叉承
认方式，韩国政府对日、美与朝鲜改善关系必
须积极促进。直到 1992 年 3 月，刘华秋还在访
美时再次提及中、韩及朝、美间的交叉承认问
题。不过，美方明确表示，交叉承认的时代已
经过去，韩中建交与日朝、美朝关系的改善毫

无关联。③

如果说中国领导人在 1988 年提出要将中韩
建交作为一着重要的战略棋子时，可能并不知

道这枚棋子未来将置于怎样的一盘棋局中，那

么到冷战末期，随着中国大力推动交叉承认方

案，决策层将中韩建交置于构建冷战后朝鲜半

岛新均势的大局中的设想则变得越来越清晰。
1992 年 5 月，中韩两国代表在北京开始商
谈。在韩方要求下，交谈直奔建交议题。中国
对此也有所准备，提出了建交原则，要求韩国

与台湾断交、废约、撤馆。韩方最初提出要与
台湾保持 “半官方关系”，遭到中方严正驳回。
双方相持一段时间后，韩方看中方毫无松动之

意，担心拖延时日耽误建交，经权衡后放弃原

来的要求，接受了中方的建交原则，同意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

是中国的一部分。④ 除建交谈判的核心议题
“韩台关系”外，中国在谈判中再次提出交叉承
认建议，但被韩方明确拒绝。韩国代表表示，
只有在朝鲜严格执行 《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
同宣言》，允许南北方相互检查核设施，并消除
国际社会对核问题存在的疑问之后，韩国政府

才会同意交叉承认。另外，韩方认为，由于韩
国已经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韩苏建交没有

涉及交叉承认问题，按类似情形，韩中建交也

应转化为两国双边问题，不应牵涉多国多方。
此后，中方没有再把交叉承认作为中韩建交的

先决条件。⑤

关于中国为何在中韩建交谈判中没有坚持

交叉承认，公开材料还不足以充分解答。但笔
者愿在现有材料基础上作如下推测: 首先，在

·311·2019 年第 8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朝鲜改革开放初见端倪》， 《世界形势研究》1992
年第 12 期。
参见朱芹: 《周边大国在交叉承认韩朝问题上的博
弈》， 《辽东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2 期。
参见

钱其琛: 《外交十记》，第 155—156 页; 张庭延:
《跨越历史的时刻———中韩关系演变回顾》 ( 下) ，
《当代韩国》 2006 年 第 1 期;

魏敬民: 《中韩两国建交始末》， 《党史天地》2002
年第 10 期。



建交谈判中，中国的核心利益———韩台断交、
废约、撤馆已经得以实现。考虑到对于韩台关
系，韩方 “苦心经营”了几十年，中方原本预
期这会是一块像中美建交谈判中的台湾问题一

样难啃的 “硬骨头”，至少要花上几个月甚至半
年的时间，没想到韩方没有坚持太久，就接受

了中国的建交原则。这与卢泰愚希望在自己的
总统任期内与中国建交有关，这一目标使韩国

一线外交官拥有的协商空间有限，不得不作出

一些让步①。鉴于卢泰愚任期所剩无多，中国也
不愿在交叉承认问题上牵扯太久而丧失有利谈

判时机，导致韩国处理对台关系立场生变。其
次，从经济角度看，中韩建交不宜再拖延。中
韩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缺少相应的贸易保护条
约和关税条约的状况，严重制约了韩国对华贸

易投资的规模，这已成为两国发展贸易的突出

障碍。再次，由于美、日、韩在交叉承认问题
上协同一致，日、韩追随美国的立场，坚决将
改善同朝鲜关系与解决朝鲜核问题相关联，而

不是与中韩建交相关联，所以中国提出交叉承

认后，可能同时受到了来自美、日的外交压力。
最后，交叉承认也许是解决朝核问题的 “药
方”。美、日提出将朝鲜接受核查、遵守无核化
承诺作为改善与朝鲜关系的前提，而朝鲜半岛

无核化其实也是中国一贯坚持的立场，在苏韩

已先行建交的情况下，交叉承认方案失去了重

要支点，将其留待解决朝鲜核问题时使用，符

合中国的周边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利益。中韩
双方最终于 1992 年 6 月底达成建交协议，朝
日、朝美关系正常化却没有完成，交叉承认未
能实现。
中韩建交谈判总共耗时不到两个月，速度

远远快于中日、中美建交谈判，大大超出中方
预期。正因为如此，中方根本来不及向朝鲜方
面说明情况，更别提获得对方谅解。这与中、
朝两国此前在诸如加入联合国、互设贸易代办
处等问题上事先取得互相谅解的处理方式大不

相同。中韩建交对中朝关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
影响。
有韩国学者将中韩建交与 1992 年初邓小平

的南方谈话相关联，认为 1978 年改革开放初
期，邓小平曾利用中美建交打开过对外开放的

局面，到 1992 年中国因为苏东剧变和政治风波
而承受着内外两方面压力时，邓小平很有可能

是想利用中韩建交为深化改革开放进程添一把

火②。对此，笔者不能苟同。中国对外政策演变
的历史已经证明，那种主要由国内政策重大变

化引起的对外政策调整，通常都是滞后的，并

不会立刻显现。尽管中国启动与韩国建交的时
间点与邓小平南方谈话大体相同，但很难说二

者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将中韩建交与改革开放
相联系，有夸大中韩建交效应的嫌疑。
至于中韩建交为何在 1992 年实现，其中固

然有两国建交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的客观原因，

但真正促使中国决策层决定启动建交谈判的，

可能是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动，即 1991 年底苏联
解体，冷战、两极格局终结。冷战的结束使得
中国周边战略形势出现新变化，中国外交更加

强调并丰富了睦邻友好政策，而朝鲜半岛是塑

造和平稳定周边环境的重要区域，中韩建交因

此被赋予更大的战略意义。1992 年 8 月 24 日，
中国外长钱其琛和韩国外长李相玉在钓鱼台国

宾馆芳菲苑正式签署中韩建交公报。9 月 27 日，
韩国总统卢泰愚应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邀请访

华，成为大韩民国建立以来第一位到访中国的

国家元首。中韩关系由此翻开新的历史篇章。

四、结 语

在中韩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大部分时间里，

中国方面动力不足。其一，中韩两国隔绝多年，
朝鲜半岛问题在中国外交决策系统中不具有优

先性，中国决策层对中韩关系的价值认知存在

一个渐进过程。其二，冷战期间，朝鲜半岛形
成了一个北方三角 ( 苏、中、朝) 与南方三角
( 美、日、韩) 并存的均势稳定局面，在美、日
尚未承认朝鲜的情况下，中国若率先承认韩国

并同其建交，势必打破这种平衡。其三，在维
护半岛和平稳定的前提下，朝鲜对中韩建交可能

的反应，始终是中国决策层的重要考量因素。正
因为有了以上三个因素，中韩建交才迁延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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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韩建交何以最终在 1992 年实现，建
交条件基本成熟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

外，1991 年底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可能是中国
决定同韩国建交的最后推力。世界政治格局的
重大变动使得中国周边的地缘安全形势出现重

要变化，中国外交的重心开始转向周边国家，

而朝鲜半岛是塑造和平稳定周边环境的重要区

域，中韩建交对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外交意义重

大。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一个重要成果，中韩
建交不仅是中国参与塑造冷战后朝鲜半岛新格

局迈出的重要一步，而且是中国推行睦邻外交

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有利于维护朝鲜半岛稳

定，巩固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影响力。
此外，中韩建交还折射出中国在朝鲜半岛

政策上的谨慎与稳健。朝鲜半岛的特殊地理位
置、中朝多年的传统友谊以及意识形态的传统
惯性在中国对外政策的选择中都发挥着重要作

用，这决定了在没有打破此区域既定格局的地

区性或全球性变化出现以前，中国的朝鲜半岛

政策将保持稳定。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校 ( 国家行政

学院) 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 北京 100091］
( 责任编辑 赵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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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出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 15ZDB051) 的中期
成果——— 《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将于 2019 年 9 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共有三
卷，总计 169 万字，由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江西省档案馆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时八年
合作编纂完成，金大陆、金光耀主编。

该书内容丰富，所收录史料均为江西省各级档案馆藏档案。全书分为 “人口、经费与安置” “生
产劳动与学习生活”“来自上海的慰问与援助”“抽调、回城与善后”“综合”等五个部分，以及附录
“上海青年垦荒队”，全景式地展现了作为跨省知青接纳方的江西省落实上山下乡运动政策的情况、上
海知青在江西农村的生产生活与学习工作情况、江西各级干部和农民对于知青与上山下乡运动的态度，

以及上海市和江西省之间与知青有关的经济和政治往来。这种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档案史料的出版，

在国内外学术界尚属首次，必将推进知青史乃至共和国史研究，尤其为年轻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一手

史料。

课题组还将继续与其他接收上海知青的省、自治区的档案馆合作，以坚韧沉稳、严肃勤谨的态度
编辑出版更多的知青档案史料集，推动知青研究向更广阔、更深入的方向发展。( 张宁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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